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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依托数字生产劳动、积累的知识经济愈发

成为以物质形态产品生产为基础生存条件的人类社

会之重要组成部分。而21世纪的信息技术发展及其

经济效益的开发，则加速了人类社会迈进数字化时

代的步伐。数字化技术描绘出新的时代变革技术符

号，在深深改变整个世界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生

产方式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世界体系

变迁、制度变革带来了巨大思考空间。①在新科技革

命背景下，西方左翼学者在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去

物理边界的思考中，发掘出令人欣喜的与资本主义

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数字社会主义理论。

一、数字社会主义三种理论形态

自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逻

辑关系开始向左发展，出现了凯文·凯利(Kevin Kel⁃
ly)、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保罗·科克

肖特 (Paul Cockshott)、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D.
Wolff)、迈克尔·莱布维茨(Michael A. Lebowitz)、叶夫

根尼·莫拉左夫(Evgeny Morozov)、理查德·巴布鲁克

(Richard Barbrook)等左翼学者。他们着力于把数字

技术变革的技术效应囊括于社会主义理论范式中加

以考察。在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共同推动下，学者们

在研究探讨数字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发展可能性过程

中，产生出了赛博共产主义(Cyber Communism)、数字

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交往社会主义(Communi⁃
cative Socialism)等理论形态。

国外左翼学者对各种理论形态及其称谓并没有

进行严格区分和类型学研究，甚至有混用的情形。

笔者认为，赛博共产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

主义属于广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类型，它们都是在

数字变革和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不

过，就其本质而言，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与

狭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和理论志趣。本文尝试从各种理论发展路径、形成

的逻辑动力入手，对数字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几种社

会主义理论形态进行类型学区分，对每种理论类型

本质、属性特征进行界定，从而厘清数字革命中几种

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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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向。

(一)政治、计划、资源配置：“赛博共产主义”

“赛博共产主义”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互联网发

展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韦森特·摩惹诺·卡

萨斯 (Vicente Moreno Casas)等人将“赛博共产主义”

理解为依托信息和通信技术运作方式，在生产资料

所有制问题上杜绝了私有财产权的社会计划体系。

“赛博共产主义”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表现为以劳动

时间为基础的合理计算，辅以当前的计算机制，可以

促进经济资源的高效实时配置的社会形态；同时，个

体可以选择自己的消费偏好，进行民主的集体决策，

通过知识使用来解决决策所需面对的复杂性问

题。②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赛博共产主义理论

主要代表人物科克肖特强调大数据、网络等数字技

术对前苏联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修正可能，认为赛

博共产主义是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计划共产主义模

式。除了部分学者对“赛博共产主义”与“数字社会

主义”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③“赛博共产主义”往往

指称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高度发达技术状态下的共

产主义社会类型。

“赛博共产主义”源自对苏联时期共产主义政治

上层建筑即计划管理体制的修正，其理论来源于理

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理论思考，

以及当代科技发展条件下回溯计划经济可行性问题

时的再探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上第一个

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并于 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

年计划。能否保证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与科学性，“经

济计算”在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变

得尤为重要。④多数右翼思想家否定共产主义计划

经济合理性，认为种种算法的运用依旧难以实现计

划经济管理模式的精准性。在这些质疑的声音中，

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 A. Hayek)与路德维希·冯·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最具影响力。哈耶克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委员会缺乏消费者相关知识、信

息，所以无法确立正确而有效的政府计划。米塞斯

对计划经济持否定态度源自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

济中价值尺度的认同问题，即他认为缺乏货币的流

通中介作用与市场存在，测算供需之间的平衡无法

完成。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复杂性和数量庞大而

导致其无法计算。右翼理论家质疑声音同样集中于

计划经济时代有关算力的问题上。对计划经济运行

中对象复杂性问题的质疑有一定的合理性。

20世纪中后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大数据技

术运动和算力的不断提升，为左翼学者在回溯计划

经济时代的算力和可行性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持，同

时也为“赛博共产主义”理论兴起提供了机遇。科克

肖特对用数字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去配置资源的做

法及其可行性充满信心，并以数字技术进步中的“赛

博共产主义”回应右翼理论家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

科学性的质疑。按照科克肖特的观点，21世纪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积极回应社会主义发展历史

上存在的问题。信心满满的科克肖特曾在 2017年 7
月24日发表《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赛博共产主义的

基础》(Big Data and Super-Computers: Foundations of
Cyber Communism)，阐发了共产主义阶段是需要科学

技术高度发展的阶段，同时回应了米塞斯、哈耶克对

计划经济合理性的歪曲。科克肖特认为米塞斯、哈

耶克对计划经济可行性否定的原因在于：前者主张

只有货币才能为比较成本提供合理的基础，用劳动

时间来计算则需要列出并求解几百万个方程，完全

不切实际；后者强调只有市场才是搜集分散的决策

信息的有效工具。针对他们的看法，“赛博共产主

义”提出 20世纪 60年代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可以让

这些质疑得到解决，其解决路径是：其一，大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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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分散的信息得以集中，从而为规划提供基础数

据；其二，超级计算机的出现及其几秒钟内解决数百

万个方程运算能力，足以使米塞斯担心的算力不足

问题迎刃而解；其三，电卡支付方式可以用不可转移

的劳动积分代替现金。

总而言之，数字革命解决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

运行能力不足、运行方式技术掣肘的问题。在与右

翼思想家的论争中，科克肖特坚持并积极宣扬马克

思主义，以“赛博共产主义”的乐观和前瞻性，意识到

新的信息技术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计算模式做

出了生产力准备，其结果也将促使新的共产主义生

产关系形成，并消除阶级差别，恢复技术进步和人道

主义。

(二)社会、非物质劳动、共享：“数字社会主义”

狭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最早是 2009年由凯

文·凯利提出的。通过借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

他描述了网络信息时代无数进行无偿数字劳动的劳

动者在“集体劳动”中结合而形成的非资本主义虚拟

社会理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大众在数字化

生活中可以拥有多元化的生活、生产选择，同时产生

了种种社会主义因素与积极社会影响。与“赛博共

产主义”理论相比，“数字社会主义”概念提出及理论

发展略晚，而且两者有着不同的理论路径与旨趣。

相对于“赛博共产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

制的修正而言，“数字社会主义”侧重于对网络虚拟

世界塑造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阐发。“数字社会主义”

以积极的社会主义话语范式诠释虚拟世界中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类型，并对其进行伦理

意义评价。

20世纪末期至今，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促使了

互联网连接而成的虚拟世界从理论上突破商品生

产、消费流通在地域范围中的物理界限，创造了新经

济发展模式和虚拟的社会空间。除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外，依据先进的微电子、计算机、数字通信技术为

基础形成的网络中枢系统成就了财富、权力和知识

创造的多维度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来“新技术

范式与社会组织相互作用”而产生“社会结构概念

化”的网络社会。⑤社会结构概念化的网络社会，之

所以被称为“数字社会主义”，是因为网络社会中的

全新景观特征和样态。“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理

论支点是“非物质劳动”与“共享”。

“非物质劳动”是有别于机器工业时代以实物为

劳动对象以及生产产出的劳动方式。与马克思所处

时代的技术发展、劳动方式相比较，数字劳动以物质

条件为生产手段，而其劳动产品表现为数据、信息、

社会关系等非实物因素。信息时代工人劳动跨越了

以机器生产为主要劳动方式，以体力消耗为劳动力

的消耗方式以及依靠网络和网络平台进行生产的

“非物质劳动”情形。泰拉诺瓦·蒂齐亚纳(Terranova
Tiziana)提出“非物质劳动”可以从劳动结果即商品的

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两个方面来探讨。⑥就前者而

言，“非物质劳动”涉及越来越多的网络学、计算机技

术的技能；而后者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更少涉及

通俗意义上“工作”应包含的文化、艺术标准、时尚、

品位、消费规范等内容。福克斯将“非物质劳动”称

为“数字劳动(工作)”，它的“非物质”性特点体现在劳

动产品、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形态上。数

字时代为消费者所熟知的脸书 (Facebook)、谷歌

(Google)、抖音、知乎等数字平台，其背后是大量在线

用户为之提供数字劳动支撑和“产品”供应，即数字

劳动者在人脑、数字媒体和语音的帮助下组织人类

经验，为其创造具有在线信息、意义、社会关系、人工

制品或社会系统等新产品。⑦这些数字产品不同于

机械生产流水线上生产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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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它的产出对象表现为“数据”“信息”等非物质

化的数字形态。在网络、数据技术的双重叠加以及

依靠网络为组织架构的网络世界中，劳动者主动参

与数字劳动的时空限制缩小，成就了广泛的自主生

产的产品丰富性。除生产的知识、信息对象外，甚至

还包括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

里(Antonio Negri)所谓的“交流”“关系”“情感”“反应”

等“非物质劳动”产品的活动。⑧

“非物质劳动”产品之所以可以成为“数字社会

主义”理论逻辑支点，在于“非物质劳动”产品易于复

制的特性和排他性占有、使用上的困难，从而为资源

“共享”确立基础条件。实物形式的商品在其使用价

值被消费后，其价值和物理形态往往会灭失或发生

转移。而以“信息”“数据”“知识”等为表现状态的

“非物质劳动”产品则极易于复制和广泛传播。巴布

鲁克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数据”“知识”载

体的变化对其传播效率的影响时指出，不管是纸张

文本，还是影像技术都有着远超网络数据传播的成

本要求，而工业 4.0版本的发展时期，除了相关数据

初次生产时所耗费的人力付出外，之后的每一份副

本在网络系统的复制与传播，其成本基本可以忽略

不计。除非这些“非物质劳动”产品被国家(数字经

济)以强制的方式商品化，否则就理论上而言，“信

息”“数据”“知识”等数字化产品无休止地复制和传

播，可以让每个人免费分享。数字“非物质劳动”产

品的“共享”是数字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表明了在

分配方式上拥有的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

“血统”。当然，“共享”也反映出“所有制”类型的社

会主义色彩。

“数字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凯文·凯利，把“数字

社会主义”理解为拥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公

有制的“新”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

义”的“集体”不是指“集体农场”“国有工厂”，而是与

虚拟合作社相连的桌面工厂，分享的劳动产品是应

用程序、脚本，而不是共享钻头、镐和铲子等生产工

具，从而保证“非物质劳动”产品无限的丰富性和共

享的基础条件。所以，在“非物质劳动”产品属性定

位中，网络集体主义营造出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去

中心化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乌托邦景象：从开源主义

到维基百科的群体共建，集体生产、“非物质劳动”产

品与资本对网络殖民的博弈，在免费生产、免费分

享、免费使用集体软件农场的过程中乐观地畅想未

来资本主义替代的历史趋势。

(三)民主交流、关怀伦理、资本主义替代：“交往

社会主义”

如果说“数字社会主义”是对数字化“非物质劳

动”产品的共享为核心的理论范式，那么“交往社会

主义”则是“数字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主体存在、交流

以及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式的功能化呈现。“交往社

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网络化现实为物质基础条件，从

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网络体系视角考察网络通信

社会关系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理论认知。“交往社会主

义”的“交流”特性反映出与“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旨

趣的差异，同时从社会主义的前瞻性视域审视、批判

了“交流资本主义”悲观情绪，表达了对“交流资本主

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领域殖民化现

实的反抗。

2005年，乔蒂·狄恩 (Jodi Dean)在《交流资本主

义：流通与政治的止赎》一书中提出“交流资本主义”

概念，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狄恩指出，“交流

资本主义”是网络通信技术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形态概念化表达，而且它还正在经历“去政治化”的

发展过程。狄恩所说的“去政治化”的原因不是因为

人们不关心或不想参与政治，而是“因为我们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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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最终赋予了它本应抵制的人以权力”。数字网

络的贡献者、在线参与者缺乏网络斗争的主动权和

话语权，处于现实社会弱势地位的人们，即使能通过

资本殖民下的网络世界“重申了现实生活中的斗

争”，⑨但只要他们重申了这些斗争，他们就会被烟波

浩渺的网络声音所覆盖或被掌控的舆论导向所取

代。对数字革命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狄恩并不是单

枪匹马。沿着狄恩的资本主义批判轨迹，“平台资本

主义”“监视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等理论范式

的出现，对以网络交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及其所掌

控的网络交流、资源分配的世界反思一直不曾停歇。

上述资本主义批判范式表达了对数字革命中网

络通信营造的虚拟世界被资本殖民化的悲观情绪。

与此相反，“交往社会主义”反思“交流资本主义”腐

朽本质的同时，尝试从社会主义的未来预期中颠覆

资本主义的现实，创造共产主义的未来。为此，“交

往社会主义”尝试从技术拜物教——关怀伦理、硅谷

私有制——反馈基础设施重建、公共服务——激进

的改革主义传播政治等三重维度夺取资本主义在数

字革命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文字、声音和图像是人类早期主要的三种通信

形式。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通信形式之间

融合为互联网通信方式的创建和扩展。网络通信以

声音、文字和图像及其综合的方式成为“表达自我”

“娱乐他人”的重要渠道。资本对网络世界的入侵及

殖民化，在增加网络社会关系生产性的同时，产生了

乔蒂·狄恩所谓的“凝结”“置换”“止赎”技术拜物教

形式，更加造就了大众网络参与中的类似“害怕失去

自己”的焦虑感等网络异化现象。在知识开放和维

基经济学的共享机制被商品化的意外中，“交往社会

主义”的理论防御出现了由政治领域转向“身体生

产”、主体性等“非物质生产以外空间”的倾向。⑩多

娜泰拉·德拉·拉塔(Donatella Della Ratta)把“非物质

生产以外空间”具体化为被自动化所接管的人类生

活的相关领域。按照拉塔的观点，隶属于这些领域

且长期从事着被剥削以及低酬和无酬工作的廉价劳

动力，每天都需要从事敏感工作而身心受损的人们，

他们是交流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往往也是最容易被

忽视的人群。“交往社会主义”把“关爱伦理”引入交

流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试图从集体和关系性的世

界存在模式突破新自由主义对弱势群体的侵蚀。

二、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

“赛博共产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

义”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运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

的数字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

科学技术以数字化为时代符号形式标明生产力的发

展阶段，同时又以强大的变革力量，在网络信息领域

渐渐地塑造着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形

势。数字社会主义各形态以“共享”“公共”等社会主

义属性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

价值引领和理论借鉴，在促进政治组织构建、扩大

社会动员和明确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社会斗争产生了

深远的意义。

(一)促进政党组织构建

在政党的政治生命历程中，数字化时代的网络

与大数据扮演着重要角色。在 2016年美国大选中，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与推特的

定向宣传为其赢得选举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在

组织构建方面，数字化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
年印度人民党采取了“只要拨打一通电话，就可以直

接入党”的举措为其扩充了大量成员。

同样，数字革命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以对

现实的敏感性和理论自觉反映出当前社会主义运动

数字化的趋势及其必要性，并发挥社会主义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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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党构建中的作用，把政党与民众联系的重要工

具——互联网转化为建立联系、吸纳成员的方式，如

美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居住在美国、年满18岁的公

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写信的方式，申请加入美国

共产党。同时，网络也是左翼政治组织开展活动甚

至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以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

(MIT)为例，2021年 50多个国家约 2800名积极分子

通过互联网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所召开的国际

会议，并筹措资金。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各地区分

支机构通过线上组织申请审批的方式，不仅其组织

成员大幅度增加，而且筹集到的资金更是高达 37万
欧元。

政党政治数字化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其

他左翼政党在组织架构等方面提供了便捷。互联网

终端的普及降低了政治技术门槛，减少了政治参与

成本，增加了组织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机遇总体大

于挑战。

(二)扩大社会动员

数字社会主义是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

理论范式，它试图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利

用数字化实现工人阶级的自主生产、休闲增加和从

工资劳动的限制中得到解放。福克斯将这种类型的

数字社会主义也称为“交往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

义”理论尊重通信领域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主

张通信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和合作社式的公共服务

媒体管理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运用于社会

主义的变革路径中，努力克服社会主义传播政治中

“反动改良主义”和“乌托邦式的革命浪漫主义”缺

陷，用“关爱伦理”促进工人团结，发展社会动员。

“交往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起点是社会动员，

即通过网络动员来促成社会运动，并日益发挥其强

大的联络、抗议等功能。2011年发生在西班牙、希腊

的“愤怒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类似使用推

特等数字媒体和网络交流方式成为政治交流、激励

人们采取行动、现场组织社会运动的实际系列行动

“套路”。2014年 4月，美国从事公共关系研究的机

构万博宣伟所进行的一项新的开创性研究揭示了数

字和社交媒体时代引发的一种新兴的工人社会运动

的高涨。该研究报告称：50%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关于其雇主的信息、图片或视频，16%的人在网上

分享了对其雇主的批评或负面评论。现代数字网络

平台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脸书、

推特等自媒体平台成为人们抗议、发表意见、推动政

治议程非常有效的手段。朱利安·菲雅克等人根据

巴西左翼团体在数字平台所使用的词汇分析所做的

研究显示，在抗议活动中，通过脸书进行对话和信息

共享这种形式发挥了核心作用。

(三)促进社会变革

数字社会主义产品的共享成为社会主义属性的

象征。在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中，它塑造出一种完

全不同于富人向穷人施舍的社会慈善或救济模式。

自 21世纪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推行公共物

品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大背景下，数字社会主义理

论坚持社会主义斗争需要把实现财产公有与共享放

在核心地位，坚持把全部运输业、教育、传播等社会

资源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观点。正是出于

这样的考量，传播领域的政治变革应当成为社会主

义政治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交往社会主义”把

“传播”从文化领域纳入到政治领域，在“公共服务

和公民社会”领域中发掘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建

立“激进的改革主义”的传播政治，甚至通过推行

数字基础设施的国有化的革命主张来实现社会主

义理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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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造成了数亿人失业，全球劳动力中大量劳动者流

离失所。在资本主义政府懈怠的抗疫政策中，社会

底层民众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资源共享机制，成立线

下实体机构。英国疫情期间，通过互联网方式在全

国组建了至少 1500个地方新冠肺炎疫情互助团体

(Covid Mutual Aid)，总共注册人数超 250万人。为

了扩大宣传，让更多无法使用互联网的民众参与到

活动中来，新冠肺炎疫情互助团体还通过印制宣传

材料进行线下动员。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通过

网络形成互助团体的情况开始涌现，尤其是弗洛伊

德事件发生后，全国出现了 1000多个互助网络团体

以及社区巡逻和必需品分发的网络团体。

另外，数字基础设施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针对谷歌、亚马逊、推特等互联网巨头已经成为事实

上的公共平台这一现象，美国纽约大学的瓦森特·达

哈 (Vasant Dhar)、美国作家理查德·艾斯科 (Richard
Eskow)等左翼人士提出需要将社交媒体平台“国有

化”以实现其作为舆论广场的公共属性。数字社会

主义理论倡导者莫拉佐夫，反对新古典主义把价格

体系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信息唯一的“传送器”，主张

建立社会主义数据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时代的科技

能力提供未来计划经济的反馈体系。詹姆斯·马尔

登(James Muldoon)主张，数字平台的规模和实力不断

增长，促使人们呼吁将这些平台巨头转型为公用事

业公司，即通过被平台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和平台用

户的集体行动，建立反击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从数

字平台资本家手中夺取平台控制权，实现数字时代

的平台社会主义。

三、数字社会主义的局限

在理论方面，数字社会主义的局限在于，西方学

者在阐述相关概念、理论内涵时，并没有对三者之间

进行严格且清晰的区分。但根据相关学者对数字时

代社会主义思潮论述的逻辑线索、价值旨趣和所涉

及论域等方面的综合，不难发现数字时代社会主义

思潮理论体系呈现出多重维度、多重路径、多重逻辑

的多维性特点。“赛博共产主义”尝试从网络信息的

多渠道和覆盖面，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强大算力，

来探讨弥补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曾出现的数据收集和

算力不足问题。“数字社会主义”则是以数字劳动为

基础，诠释了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形成“非物质产品”

共享的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非现实世界。“交往

社会主义”从价值属性层次描绘了网络通信领域中，

以“关爱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性社会景观。

数字社会主义的多维性，一方面展现了左翼学

者对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关系的乐观，另一方面也呈

现出“多维性”破坏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合力效应与

整体性。因此，左翼学者就数字社会主义是否属于

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实

现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争

议背后的逻辑也反映出了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本

身缺乏说服力。尤其在异化问题方面，大多参与数

字社会主义探讨的学者否定了数字社会主义与扬弃

异化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现实层面，数字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困境。共

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在资本主义批判

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正如列宁所说：“政

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避免

的。”三种数字社会主义形态皆立足于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现实环境，尝试在数字科技进步中探索社

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数字革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

理论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理论勇气，它们

借鉴共产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模型，辅之以

数字技术的历史进步意义，构建出新科技革命下的

新型社会主义未来景象。但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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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现实基础所决定，数字社会主义的三种理论形

态尚未有效转变为制度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更

没有实现社会的变革与真正转型。

以“交往社会主义”反抗“交流资本主义”为例。

当前“交往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应有的目标承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背景决定

了硅谷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理想依旧需要依赖“硅谷

私有制”现实基础。“数字社会主义”概念化投射出的

景观，如果需要在实践中转变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那

么就需要对“数字社会主义”反馈机制进行重置：按

照“硅谷私有制——反馈基础设施重建”的变革路

径，为建设“交往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反馈基

础设施”建设的逻辑起点是被巴洛所否定了的“身体

生活的地方”——物质世界。莫拉左夫清醒地认识

到“产生‘反馈数据’手段的所有权和操控至少与谁

拥有数据本身一样重要”，他明确了科技巨头拥有

科技资产、“反馈基础设施”被私人资本掌控的基本

事实，明确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大障

碍，其关于“交往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已经深入到

制度变革本身，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交往社会主义”尝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物质基

础条件下变革“反馈基础设施”的生产关系类型极具

革命色彩和资本主义批判性特征。然而，就激进的

革命思想的社会动员效果而言，其尚未形成反抗资

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数字社会主义定位于超越

资本主义新型场域，拥有新的合作形式、新的集体所

有制、公共产品共享等一系列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

潜力，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当中社会主义萌发和成

长的绝佳土壤。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造成

了共有物品渐渐被商品形式、阶级关系以及资本所

侵蚀，甚至造成了共产主义潜力发挥障碍重重的可

悲局面。

注释：

①例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70年出版的《未

来冲击》(Future Shock)预测，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超级

工业”将带来工作的巨大转变，技术和社会变革会让人们不知

所措、迷失方向：在 1984年《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一
书中，他讨论了人们的工作和社会的未来。他较为乐观地指

出，技术发展将使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一起工作而且人

民的角色会不断地转换和变化。更有甚者，他还提到在许多

不同的媒体平台上，人们的沟通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在《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一书中，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

(Manuel 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根源，社

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

②Vicente Moreno Casas, Victor I. Espinosa and William H.
W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lexity: The Case of Cyber
Communism, https://ssrn.com/abstract=4012265.

③例如，巴布鲁克混用了“赛博共产主义”和“数字社会主

义”两个概念，他所说的“赛博共产主义”实际上指称“数字社

会主义”。

④[俄]布鲁兹库斯：《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李宏、王建

民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⑤Manuel Castells and Gustavo Cardoso(eds.), The Network
Society: From Knowledge to Policy,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5, p. 3.

⑥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vol. 18, no. 2, 2000.

⑦Christian Fuchs and Sebastian Sevignani, 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e C, vol. 11, no. 2, 2013.

⑧Ayça Çubukçu,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by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The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13/14, no. 2/1, Fall 2005/Spring 2006.

⑨ Jodi Dean,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vol. 1, Issue 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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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orms, Social Mo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Digital Socialism

Du Min

Abstract：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has changed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and given birth to socialist theoretical thinking trigger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socialist theories of "digital
socialism", "cyber communism" and "communicative socialism" grasp the revolutionary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evo⁃
lu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with keen insight,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socialist movement, and promot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However, the new socialist theory in
the digital age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actual subversive effect on the capitalist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socialism; Communicative socialism; Cyber communism; Socialist Ideological Trend; Digital Rev⁃
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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